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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距离信念如何影响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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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权力距离作为霍夫斯坦德提出的首个国家文化维度，受到社会学、心理学、组织

行为学和消费者行为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在一个地区

之内，不同个体关于权力距离的观点也常存在差异。在这一背景下，另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权力

距离信念”出现，为学术界从个体文化价值观层面理解营销实践和消费者行为提供了全新的视

角。权力距离信念特指个体对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同阶段

和亲社会行为等存在多重影响。近年来权力距离信念受到了营销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学

术界对其概念内涵和研究成果仍缺乏系统的梳理。鉴于此，本文系统回顾和梳理了权力距离信

念在营销领域的研究成果，阐明了权力距离信念的概念内涵，归纳了权力距离信念的操控方法

和测量方法，重点回溯了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及理论基础，并据此对未来研究方

向进行了展望，旨在为未来的研究指引方向，并为企业制定科学精准的营销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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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无论是在跨文化营销还是市场细分中，文化价值观差异都是企业营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

素。20世纪70年代，霍夫斯坦德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价值维度模型，权力距离是其中

备受关注的文化维度之一。早期权力距离的跨文化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差异，但随

着研究的深入，营销学者正式将个体层面的权力距离定义为“权力距离信念”（power distance
belief，PDB）（Zhang等，2010），为学术界从个体文化价值观层面理解跨文化营销实践和消费者

行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长期以来，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一直是全球奢侈品市场的主

力，这与亚洲消费者的高权力距离信念息息相关（Gao等，2016）。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全球奢侈品市场低迷不振，而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却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根据贝恩发布的中国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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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品市场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势不可挡》，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

侈品市场。此外，中国和俄罗斯等高权力距离国家只有10%以下的人有捐款行为，而澳大利亚、

爱尔兰和加拿大等低权力距离国家有多于60%的人有捐款行为，这一跨文化差异同样受到人

们权力距离信念的影响（Winterich和Zhang，2014）。与此同时，随着年轻的“00后”一代逐渐成为

消费新势力，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根据腾讯发布的《腾讯00后研究报告》，

在民主的家庭学校氛围下，相比于“80后”“90后”，“00后”更加认同人人平等的观念，不认为家

长和老师地位高于他们，这表明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的权力距离信念呈现降低的趋势。由此可

见，理解权力距离信念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跨文化营销实践，还

能帮助企业从文化价值观角度对顾客进行心理细分，更好地进行个性化营销。

当前，受新冠疫情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国际社会呈现“逆全球化”浪潮，许多企业的国际化

进程受阻，在某一特定文化情境内理解消费者个体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

跨文化营销更为现实的方式。与此同时，在互联网迅速发展及年轻一代消费者崛起的背景下，

同一国家或地区内的消费者文化价值观也存在巨大差异。如何在某一市场基于消费者个体差

异进行个性化营销，如何从个体价值观角度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如何从内心打动顾客和获取顾

客，都是企业在当前纷繁复杂的跨文化营销环境下需要重视的问题。同时，近十年来，营销领域

涌现了大批权力距离信念相关研究，然而，已有研究结论较为零散，研究方向和研究情境也较

为多样，但系统梳理该领域研究的文章却十分少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未来进一步的研

究。鉴于此，本文基于营销领域的相关研究，阐述了权力距离信念的概念内涵，归纳了权力距离

信念的操控方法与测量工具，梳理了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的不同影响及理论基础，最后

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展望，旨在为后续研究指引方向，同时为企业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二、  权力距离信念的概念、操控和测量

（一）概念起源

权力距离信念的概念是在权力距离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0世纪70年代霍夫斯坦德

提出文化维度模型，用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回避不确定性和刚性/柔性四个维度来

描述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霍夫斯坦德的文化维度模型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系统

的文化分析模式，是跨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模型之一。作为文化维度模型中的一个关键

文化维度，权力距离成为跨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变量之一。早期，权力距离相关研究停留

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主要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之后的一些研究逐渐发现，权力距离在同

一个文化价值体系下的不同个体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Hofstede，2001；Kirkman和Shapiro，
2001）。学者Farh等（2007）正式将个体层面的权力距离引入组织行为学研究中。之后，众多学者

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例如，国内学者研究了个体层面的权力距离对员工创新绩效（仲理峰

等，2019）、员工建言（周建涛和廖建桥，2012）、员工幸福感（郑晓明和刘鑫，2016）、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陆欣欣和孙嘉卿，2016）和领导授权行为（韦慧民和龙立荣，2011）的影响。相比于组

织行为学领域，营销领域对个体权力距离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营销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个人

文化背景（如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全球文化认同/本地文化认同等）对消费行为的影响（Strizhakova
和Coulter，2019；Zhang和Shrum，2009），在这一趋势下，Zhang等（2010）正式将个体权力距离称

为“权力距离信念”，并将其引入消费者行为学领域。由此开始，权力距离信念在消费者行为学

领域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近十年来涌现了大量研究。

（二）概念内涵

权力距离信念是指个体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现象的接受程度，亦称为权力距离感（曹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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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a，2018b；曹倩等，2020）。高权力距离信念个体认为社会权力分级现象是正常合理的，社会

权力分配不平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低权力距离信念个体认为社会权力应该平等分配，人人平

等才是正常现象（Kim和Zhang，2014；Winterich和Zhang，2014；Zhang等，2010）。究其特点，高权

力距离信念的特点是维护社会等级、服从权威、听从长辈和循规蹈矩，而低权力距离信念的特

点是崇尚平等、不屈从于权威、不接受专制和期望参与决策。在态度方面，高权力距离信念个体

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较高，即使权力分配不均，也能接受社会的规则或组织的安排；

而低权力距离信念个体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较低，如果权力分配不平等，他们将难以

接受社会的规则或组织的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权力感、权力距离和权力距离信念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权力感是指个体对

影响他人思想或行为的能力的心理感知（Keltner等，2003）。权力感是对自我能力的感知，而权

力距离信念是对权力不平等分配现象的态度。权力距离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对权力分配不平

等现象的接受程度，以国家或地区为主体。权力距离作为霍夫斯坦德的国家文化维度之一，强

调个体所处的国家或地区的价值导向，属于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化变量。例如，在霍夫斯坦德的

实证调查中，权力距离分数都是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是典型的高权力

距离国家，瑞典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则是典型的低权力距离国家。而权力距离信念是指个体对权

力分配不平等现象的接受程度，以个体为主体，是一个较为微观的文化价值观变量，并且显著

地影响着个体的态度和行为（Winterich和Zhang，2014）。
（三）操控方法

目前权力距离信念的操控方法主要有句子组合任务、论据写作任务和国籍操控法。这三种

方法都由学者Zhang等（2010）开创。其中，句子组合任务和论据写作任务都是采用实验启动的

方式对权力距离信念进行临时性的操控，这种方法可以暂时改变个体权力距离信念的水平。操

控成功之后，相比于低权力距离信念组，高权力距离信念组的被试会表现出对权力分配不平等

更高的接受程度。国籍操控法则是按照不同国家的权力距离分数，将来自高权力距离分数国家

的被试划分为高权力距离信念组，来自低权力距离分数国家的被试划分为低权力距离信念组，

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分组，不需要完成特定的操控任务。

1.句子组合任务

句子组合任务是指将随机打乱的词语组合成连贯完整的句子（Zhang等，2010）。在操控过

程中，被试需要分别将十组顺序被打乱的词语重新组合成十个连续完整的句子。在高权力距离

信念组，最终组成的句子与高权力距离信念息息相关；而在低权力距离信念组，最终组成的句

子与低权力距离信念息息相关。例如，高权力距离信念组的其中一组词语是“社会秩序，是，对，

等级，我们的，必要的”，组合成句子是“等级对我们的社会秩序是必要的”；低权力距离信念组

的其中一组词语是“社会秩序，对，是，等级，我们的，不必要的”，组合成句子是“等级对我们的

社会秩序是不必要的”。
2.论据写作任务

在论据写作任务中，被试首先需要阅读以下文字“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

己的合适的社会等级，这种社会分级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高权力距离信念组的被试

需要阐述三个支持以上观点的论据，而低权力距离信念组的被试则需要罗列三个反对以上观

点的论据（Zhang等，2010）。在后续研究中，王晓玉和丁晨虹（2017）对这一操控方法进行了调

整，只要求被试阐述一个支持或反对上述观点的论据。

3.国籍操控法

社会学家霍夫斯坦德专注于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不断收集和更新多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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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距离分数。学者们可以收集学者霍夫斯坦德整理的不同国家的权力距离分数和二手消费

者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来观察国家层面的权力距离分数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Gao等，2018；Paharia和Swaminathan，2019；Song等，2021；Winterich和Zhang，2014；Zhang等，

2010）。除了收集二手数据，学者也可以在权力距离水平不同的国家发放问卷，如在中国、马来

西亚、印度等高权力距离国家发放问卷，将这些国家的被试作为高权力距离信念样本，同时在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低权力距离国家发放问卷，将这些国家的被试作为低权力距离信念

样本（Lalwani和Forcum，2016；Paharia和Swaminathan，2019；Winterich等，2018），进而分析来自

不同权力距离水平国家消费者的行为差异。

（四）测量工具

目前，学术界共开发了五种不同的量表，用来测量个体层面的权力距离信念。各个量表的

题项、测量方式和计算方式都有所不同，详细的题项如表1所示。Dorfman和Howell（1988）的量

表题项主要与管理者的管理风格以及管理者与员工的关系相关。该量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

维度，即职能距离和情感距离。职能距离反映下属在工作场所对职位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纳程

度，职能距离包括第1、2、3、5、6题；情感距离反映上司和下属在工作外的人际关系，如第4题（冯

玉静，2012）。Earley和Erez（1997）的量表题项在内容上与Dorfman和Howell（1988）的量表存在

一定的相似性，主要与管理者的决策风格及管理者与员工的关系相关。Hofstede（2001）的量表

是由国家文化模型的提出者霍夫斯坦德总结和开发的，量表内容主要与管理活动中上下级关

系及工作风格相关。Neuliep（2006）的量表涉及公司、学校和家庭三个不同的场景，测量个体是

否认为员工与管理者、学生与老师、孩子与家长之间应该平等。Yoo等（2011）的量表是在霍夫

斯坦德对国家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开发的针对个人文化价值观的量表，该量表被众多学者广泛

采用，量表的内容主要围绕职场中高职位和低职位员工之间的关系展开。

三、  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理论背景

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可以从系统合理化理论、补偿性控制理论、认知失调理

论和象征性自我完成理论等理论视角进行解释。

（一）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人类除了认同自身和内群体，还存在认同自身所处的社会系统的倾

向。这种认同倾向是指人们愿意相信他们所在的社会系统及其运行现状是公正的，同时有意识

或无意识地为现存制度和体系辩护（Jost和Banaji，1994；杨沈龙等，2018）。对于高权力距离信

念个体而言，现有的社会权力分级现象是正常合理的，他们甚至会替社会权力分级现象进行解

释和辩护。这种合理化倾向会对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例如，高权力距离信念个体认为

社会权力分级现象是合理的存在，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更易接受

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从而较少做出慈善行为（Winterich和Zhang，2014）。
（二）补偿性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
控制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但外部世界往往是不可控制、不可预测和缺乏秩序的，因

此人们经常有缺乏控制感。补偿性控制理论认为，当丧失控制感时，个体会通过一系列补偿行

为来恢复和重建控制感（Rucker和Galinsky，2008）。补偿途径分为两种，一种是提升自身的知

识、技能和实力等个人控制途径，另一种是获得他人帮助和支持等外部控制途径。此外，根据补

偿性控制理论，还有一种特殊的控制感补偿途径，即泛化结构确认（nonspecific structure affirmation）。
个体在丧失控制感之后，会更加向往简单的结构和清晰的规律，希望通过外部世界明晰的规律

和秩序来重获控制感（Landau等，2015）。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展现出更高的结构需求（ne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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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希望获得秩序性和确定性，同时更加偏爱有结构和可预测的客体。例如，高权力距离

信念消费者的结构需求更高，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价格去判断产品的质量，因为价格和质量的关

系是一种清晰简单的规律，该规律具备更高的秩序性和确定性（Lalwani和Forcum，2016）。
（三）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人有保持认知一致的倾向，倘若无法达到认知一致，心里便会产生不

适感和紧张感（Festinger，1957）。在消费活动中，消费者会带有自身固有的认知和期待，当他们

感受到所处的情境和所获得的商品或服务不符合其固有的预期时，则会认知失调，产生焦虑和

不满情绪，进而会通过表达差评、抱怨、转换行为等来缓解焦虑与不适（Gao等，2018；Luo和
Mattila，2020）。例如，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经常持有“顾客是上帝”的想法，认为服务人员应

该周全地服侍自己，对服务人员的预期更高，但这种预期往往难以达到，因此高权力距离信念

消费者更容易产生认知失调，从而更容易给予负面服务评价（Gao等，2018）。
（四）象征性自我完成理论（symbolic self-completion theory）
象征性自我完成理论认为人们会通过做出自我象征性的行为来掩盖自身的某些缺点或不

足（Wicklund和Gollwitzer，1981）。根据象征性自我完成理论，人们往往会通过一些指标和维度

表 1    权力距离信念量表汇总

量表开发者 量表测项 后续使用者举例

Dorfman和
Howell（1988）

管理者在做绝大多数决策时不需要咨询下属；管理者在与下属打交
道时常常有必要使用权威和权力；管理者应较少征求员工们的意见；
管理者应避免与员工工作以外的接触；员工不应该不同意管理层所
做的决策；管理者不应该安排重要的任务给员工们（6题项5级量表）

毛畅果（2016）

Earley和
Erez（1997）

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做决策不需要咨询下属；在工作有关事务
中，管理者有权期望下属的服从；经常质疑权威的员工会让管理者效
率低下；一旦高层管理人员做出决定，公司的员工就不应该质疑它；
员工不应该表达与管理者不同的意见；管理者应该能够不与他人商
量就做出正确的决策；让员工参与决策的管理者会失去威信；即使是
在员工认为符合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也不能违反公司的规定（8题项
5级量表）

郑晓明和刘鑫
（2016）

Hofstede（2001）

作为公民，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服从；*如果一位管理者为下属提供决
策理由，并回答他们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与其工作会是一件很棒的
事情；*应该鼓励员工表达与管理者的不同意见；我希望与这样一位
管理者一起工作，他希望下属忠诚执行决策且不提问题；在与工作有
关的事务中，管理者有权期望下属服从；员工应高度尊重其主管；*我
希望与一位在做决定前通常会和下属商量的管理者一起工作；*与老
板的分歧将提高生产力（8题项7级量表，*为反向题项）

Gao等（2016）；
Kim和
Zhang（2014）；
Zhang等（2010）

Neuliep（2006）

*在公司内，员工应该能够轻松地向他们的管理者表达不同的意见；
*在教室里，学生应该能够表达他们对某一科目的观点，且不被老师
惩罚；*在家里，孩子应该被允许公开与家长意见相左；权威对于一个
公司、教室或家庭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在工作中，当人们受到主管
的密切监督时，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更高；*在组织内解决问题的情况
下，员工的意见很重要；一般而言，员工、学生和孩子应该被看到而不
是被听到；服从管理者、老师和家长是好的；*管理者、老师和家长应
该被视为与其员工、学生和孩子平等（9题项5级量表，*为反向题项）

Han等（2017）；
Xu等（2021）

Yoo等（2011）

处于高职位的人在做大多数决定时不需要咨询低职位的人；处于高
职位的人不应该过于频繁地询问低职位的人的意见；处于高职位的
人应该尽量避免与较低职位的人进行社交互动；处于低职位的人不
应该反对高职位的人的决定；处于高职位的人不应该将重要任务委
托给较低职位的人（5题项7级量表）

Han等（2017）；
Winterich等
（2018）；Xu等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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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自我概念进行测量，当某一维度的证据不足以表明积极的自我概念时，个体便希望寻

求其他维度的支持，进而做出某些象征性行为（Wicklund和Gollwitzer，1981）。在消费活动中，

这些象征性行为可以帮助个体建立、保护和提高自我概念（郑晓莹和彭泗清，2014）。高权力距

离信念消费者崇尚权力与社会地位，长期生活在强调等级和权威的文化中使得他们对权力和

地位的需求更强烈。而奢侈品和地位品牌等具有地位象征意义，因此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常

常通过购买奢侈品、地位品牌或国家品牌来凸显自身的地位（Kim和Zhang，2014；Wang等，

2020）。

四、  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通过对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我们发现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存在多重影

响。接下来，本文将按照对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和亲社会及道德相关行为的影响对已有文献进

行回顾。

（一）对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影响

1.信息搜索阶段

在信息搜索阶段，权力距离信念不同的消费者在信息特征与类型偏好、信息搜索动机和信

息互动程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Jain和Jain，2018；Lee等，2020；Pezzuti等，2021；Tu等，2022）。
首先，权力距离信念能够影响消费者对信息特征与类型的偏好（Jain和Jain，2018；Tu等，

2022）。Jain和Jain（2018）研究发现，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信息透明度有着更强的偏好，希

望信息能够公开和开放；而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信息的不对称性有更强的忍耐度和包容

性，对信息透明度的要求和偏好较低。同时，权力距离信念能够影响消费者对信息类型的偏好。

Tu等（2022）研究发现，在教育产品的信息说服过程中，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的学习思维是

过程导向的，他们更加关注自我探索和自我发展，因此更加喜欢情感诉求的信息类型；相反，高

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的学习思维是结果导向的，他们更加关注获取技能以及与技能相关的社

会和经济收益，因此更加偏好认知诉求的信息类型。其次，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搜索信

息的动机与努力程度。Lee等（2020）研究发现，高权力距离信念会削弱消费者参与信息搜索的

动机，这是因为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闭合需求（need for closure）更高，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度

更低，因此他们更愿意迅速地得出一个搜索结论，而不愿意花太多精力在信息搜索上。最后，权

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互动程度。根据Pezzuti等（2021）的研究结果，在

社交媒体环境下，当品牌发布的信息确定性强时，如带有“永远”“总是”“任何”等词语时，消费

者会感知到更强的品牌权力，进而更愿意参与信息互动活动，如点赞、评论和分享。对于高权力

距离信念消费者而言，这个效应会更加显著。因为相比于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高权力距离

信念消费者对权力更加敏感和重视，所以他们更加愿意参与这种确定性强的信息互动活动。

2.选择评价阶段

在选择评价阶段，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消

费者认知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

（1）对认知过程的影响

权力距离信念会对消费者的认知过程产生影响。首先，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

价格—质量的判断。Lalwani和Forcum（2016）研究发现，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更倾向于依据

价格去判断产品的质量，因为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有着更高的结构需求，这会使他们喜欢用

价格去对产品质量进行高低排序。其次，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Lee等
（2020）研究发现，由于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的闭合需求更高，他们的价格敏感性更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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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从封闭心态、对模糊性的规避、结构需求、决策果断性、预测需求等五个方面阐释了高权力

距离信念消费者的高闭合需求，即对于模糊不定的情境和问题，高权力距离信念个体希望能够

获得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来避免不确定性。这种强烈的闭合需求使得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

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搜索更低的价格，进而导致他们对价格的敏感性较低。最后，在服务情

境下，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一般认为“顾客是上帝”和“顾客永远都是对的”，他们会认为自己

的社会地位高于服务人员，因而对服务人员更加挑剔，并且倾向于给较低的服务评价分数（Gao等，

2018）。
（2）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

第一，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偏好。权力距离信念对品牌偏好的影响是最受营

销学者关注的细分领域，该细分领域有许多成果。在这一细分领域，Kim和Zhang（2014）的研究

具有开创性。Kim和Zhang（2014）首次探究了权力距离信念如何影响消费者对地位品牌（如劳

力士和路易威登等奢侈品牌）的偏好。他们的研究发现，权力距离信念越高，消费者对品牌地位

的偏好越强。之后，许多学者进一步针对权力距离信念对地位品牌偏好的影响展开研究

（Gao等，2016；王长征和杨文，2016）。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高端品牌

的偏好更高，但他们对高端品牌的拥有者的嫉妒情绪也更强烈。王长征和杨文（2016）探究了权

力距离信念对高端品牌污名化的影响，发现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更容易对高端品牌的拥有

者产生嫉妒，继而对品牌产生厌恶情绪，从而更倾向于对高端品牌实施污名化行为。王晓玉和

丁晨虹（2017）研究发现，消费者权力距离信念对原产国效应存在极化作用，高权力距离信念消

费者对来自形象较好的原产国的产品有着更高的评价，而对来自形象较差的原产国的产品有

着更低的评价。学者们还研究了权力距离信念对国家品牌（vs.私人品牌）偏好的影响。Wang等
（2020）研究发现，消费者的权力距离信念和社会地位会共同影响其对国家品牌和私人品牌的

偏好，在高权力距离信念群体中，相比于高社会地位消费者，低社会地位消费者地位消费需求

更高，因此更喜欢国家品牌而非私人品牌。此外，权力距离信念还会影响消费者对拟人化品牌

的偏好。樊亚凤等（2020）研究发现，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伙伴型拟人化品牌的偏好更高，

而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仆人型和伙伴型拟人化品牌的偏好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的广告偏好。Winterich等（2018）探究了权力距离信念与

消费者对名人代言广告态度之间的关系，发现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名人代言广告的态度

和品牌的评价更积极，而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名人代言和非名人代言广告的态度和品牌

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因为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从名人代言的广告和品牌中感知到更

强的专业性和信任感。此外，消费者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其对不同拟人化广告的偏好。樊亚凤

等（2020）研究发现，相较于仆人型拟人化广告，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伙伴型拟人化广告的

偏好更高，而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仆人型和伙伴型拟人化广告的偏好不存在显著差异。此

外，消费者感知的沟通风格恰当性中介了拟人化角色类型和权力距离信念对广告偏好的交互

影响。

第三，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的产品偏好。Paharia和Swaminathan（2019）研究发现，低

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更偏爱用户设计的产品，授权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而高权力距离信念消

费者则更偏爱公司设计的产品，专业价值感知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类似地，Song等（2021）发
现，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更偏爱用户设计的产品，这是由于他们对用户设计导向的公司认同

感更强；而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更偏爱设计师设计的产品，这是由于他们对设计师设计导向

的公司信任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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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购买阶段

在购买阶段，权力距离信念会对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行为产生影响，如冲动购买行为和地位

消费行为。其中一些情境因素会起调节作用，例如消费者感知他人地位、自我认同威胁情境等

（Gao等，2016；崔宏静等，2018）。
首先，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的冲动购买行为。Zhang等（2010）研究发现，高权力距

离信念消费者长期处于崇尚等级和权威的环境中，变得更加克制，自控力也更强，因而较少做

出冲动购买。相反，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长期处于强调人人平等的环境中，可以自由表达真

实想法，不需要特别克制自我，从而更容易做出冲动消费行为。

其次，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的地位消费行为。Kim和Zhang（2014）发现，消费者权力

距离信念越高，对品牌地位的偏好越强。这与许多营销实践数据相一致。例如，二手数据显示，

中国、韩国和日本等高权力距离国家的奢侈品消费额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Gao等，2016）。此
外，对于低自尊且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而言，当他们相信购买地位品牌能够提升社会等级

时，他们会更加愿意购买地位品牌。Gao等（2016）在Kim和Zhang（2014）研究的基础上探究了他

人地位对权力距离信念与地位消费关系的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发现，当他人地位低于或等于

自己的地位时，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会更喜欢购买地位产品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当他人地位

高于自己时，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会更喜欢通过购买地位产品来追求地位。但是，当地位产

品的消费场景在私人场合时，该效应会消失。崔宏静等（2018）研究发现，在自我认同威胁情境

下，相比于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的地位需求变得更强烈，因此他们

对地位产品的购买意愿更高。金晓彤等（2020）发现权力距离信念在上行比较对地位消费的影

响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相比于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在进行上

行比较之后，更愿意实施地位消费行为。

4.购后阶段

在购后阶段，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体现在购后评价、对服务失败的反应和对

顾客忠诚项目的满意度等多个方面（Gao等，2018；Luo和Mattila，2020；Wang和Lalwani，2019）。
首先，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的购后评价行为。Gao等（2018）研究了旅游情境下消费

者权力距离信念对酒店评价的影响，他们发现权力距离信念越高的消费者越倾向于给酒店较

低的网络评价。这是因为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认为“顾客是上帝”和“顾客永远都是对的”，因
而他们对服务者的要求也较高，从而在评价时更容易给低分。

其次，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对服务失败的反应。Luo和Mattila（2020）研究发现，高权

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在面对过程（vs.结果）服务失败时，会表现出更多的愤怒和失望，进而更容

易进行面对面的抱怨，以及更容易转换到其他服务供应商。而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在面对结

果（vs.过程）服务失败时只感受到更多的失望，且较少转换到其他服务供应商。此外，Song和
Byon（2021）探讨了在体育服务情境下（如健身中心），权力距离信念如何影响顾客对服务失败

的反应。结果表明，在健身中心，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在面对服务失败时，会表现出更多不愉

快的行为，如传播负面口碑和转换行为等。当服务失败水平较高时，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和

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服务失败的反应差距变小。

最后，权力距离信念会对顾客满意度产生影响。Wang和Lalwani（2019）探讨了在顾客忠诚

项目中权力距离信念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顾客权力距离信念与顾客地位会

共同影响顾客对忠诚项目的满意度。高权力距离信念和高地位顾客（如公司的主要客户）认为

自己享受优先待遇和特权福利是理所当然和公平的，这种层级忠诚项目令他们认为自己是重

要客户，因此他们对层级忠诚项目满意度更高。而高权力距离信念和低地位顾客（如公司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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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客户）认为高地位顾客享受优先待遇是不平等的，因此他们对层级忠诚项目更加不满意。

（二）对消费者亲社会及道德相关行为的影响

在关于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研究中，亲社会行为与道德相关行为研究是另

一大范畴，其中主要包括慈善捐赠行为、绿色消费行为和道德相关行为（Han等，2017；
Winterich和Zhang，2014；Xu等，2021；Yan等，2021b；曹倩等，2018a，2018b）。

1.慈善捐赠行为

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的慈善捐赠行为。早期探讨权力距离与捐赠行为关系的研究

是从国家文化差异视角出发，例如Kort等（2010）以欧洲25个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国家权力距

离与血液捐赠存在负相关关系，即高权力距离国家的血液捐赠要显著低于低权力距离国家。在

此基础上，Winterich和Zhang（2014）从个体层面研究了个人权力距离信念对慈善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高权力距离信念个体认为社会上的不平等是正常和合理的，自己不需要承担改造社

会不平等的责任，因此他们所做的慈善行为较少（包括金钱捐赠和志愿服务）。相反，低权力距

离信念个体认为不平等现象是不合理的，自己对于减少不平等现象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他们

会更愿意做出慈善行为帮助他人。在这一效应中，感知责任起中介作用。但是，当受助人是由于

不可控因素（如自然灾害）而不是自身可控因素（如懒惰、贪婪）遭遇不幸时，高权力距离信念个

体会做出与低权力距离信念个体一样的慈善行为。同时，在共有关系范式下，个体对帮助他人

的感知责任都较强，此时高权力距离信念个体与低权力距离信念个体的慈善行为没有显著差

异。在Winterich和Zhang（2014）研究的基础上，Han等（2017）进一步研究发现，权力距离信念对

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取决于个体权力感的高低。低权力距离信念且高权力感个体更加自我导

向，更加关注自我，从而捐赠更少的金额；高权力距离信念且高权力感个体更加他人导向，更加

关注他人，因而会做出更多的慈善捐赠行为。

针对权力距离信念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国内学者曹倩等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曹倩等

（2018a）研究了权力距离信念对献血动机和献血意愿的影响，发现权力距离信念与个体的献血

动机和意愿呈负相关关系，感知责任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这一负面影响在个体感知到较强的信

任感时消失。曹倩等（2018b）探讨了在中国背景下，民营企业员工权力距离信念和权力感的交

互作用对员工捐赠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低权力距离信念且高权力

感员工以及高权力距离信念且低权力感员工更关注自我，捐款意愿更弱；高权力距信念且高权

力感员工以及低权力距离信念且低权力感员工更关注他人，捐款意愿更强。在这一关系中，公

开捐款者身份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公开捐款者身份可以帮助个体提升社会声誉和认可度，属

于一种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社会激励，因此在公开捐款者身份的情况下，关注自我的员工捐赠意

愿会增强。曹倩等（2020）进一步探究了权力距离信念对参与捐赠和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发现

权力距离信念会负向影响个体参与捐赠和志愿服务的意愿，道德认同内化在权力距离信念与

捐赠意愿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道德认同表征在权力距离信念与志愿服务意愿之间的关

系中起中介作用。

2.绿色消费行为

权力距离信念能够影响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Yan等（2021b）研究发现权力感对消费者

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受到权力距离信念的调节。当消费者的权力距离信念较低时，低权力感消

费者会做出更多的绿色消费行为；而当消费者的权力距离信念较高时，高权力感消费者会做出

更多的绿色消费行为。与此同时，Yan等（2021a）进一步发现权力距离信念会调节社会阶层对

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首先发现社会阶层（低vs.中vs.高）与绿色消费存在倒U形关系。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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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低社会阶层消费者的相似性需要和高社会阶层消费者的区分性需要导致他们较少实施

绿色消费行为，而中产阶级由于相似性和区分性双重需要会更愿意实施绿色消费行为。在这其

中，消费者的权力距离信念起调节作用。在低权力距离信念群体中，社会阶层与绿色消费行为

之间的倒U形关系不复存在。具体而言，对于低权力距离信念的低社会阶层消费者而言，他们

更愿意通过消费行为挑战现有的社会地位，因而愿意通过绿色消费行为展现自己的独特性；对

于低权力距离信念的高社会阶层消费者而言，他们认为人人平等，因而愿意通过参与绿色消费

行为来展示对他人的关心。相反，在高权力距离信念群体中，社会阶层与绿色消费之间的倒

U形关系会增强。此时，低社会阶层消费者会通过减少绿色消费行为保持与同阶层消费者的相

似性，高社会阶层消费者会通过减少绿色消费行为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进而增强自身地位，

中产阶层消费者会通过更多的绿色消费行为达到双重目标，即同时保持与同阶层的相似性和

与其他阶层的区分性。

3.道德相关行为

权力距离信念会影响消费者与道德相关的行为。Xu等（2021）研究发现消费者的权力距离

信念会影响他们对公司道德违反行为的反应。具体而言，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公司出现道德违反

行为后，相比于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受害者会产生更多的同情，

对受害者被伤害的感知程度更高，由此产生的负面道德情感也更加强烈，最终对公司的评价也

更为负面。

五、  研究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研究总结与贡献

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权力距离信念相关研究，阐明了权力距离信念的概念起源和概念内

涵，梳理了权力距离信念的操控方法及测量工具，总结了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及

理论基础。基于以上内容，本文总结归纳出权力距离信念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概念起源 理论解释:
系统合理化理论
补偿性控制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

象征性自我完成理论概念内涵

权力距离信念 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购买
决策过程

信息搜索

类型偏好

搜索动机

信息互动

认知过程

消费偏好

冲动购买

地位消费

购后评价

服务失败

顾客满意

选择评价

购买行为

购后行为

慈善捐赠行为

绿色消费行为

道德相关行为

亲社会及道
德相关行为

操控方法

测量工具

图 1    权力距离信念研究总结
 

第一，本文通过综合梳理组织行为学和消费者行为学中的权力距离信念相关研究，明晰了

权力距离信念的概念发展过程、概念内涵及与其他易混淆概念的区别，同时总结了权力距离信

念的操控和测量方法，致力于为今后相关学者开展实证研究提供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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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前消费者行为领域涌现了众多针对权力距离信念的实证研究，然而已有研究较为

分散，缺乏完整系统的梳理。本文从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和亲社会及道德相关行为两个视角对

权力距离信念引发的消费者行为变化进行了归类整理，发现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存在

多重影响，涵盖了信息搜索阶段、选择评价阶段、购买阶段和购后阶段等不同的阶段，同时还会

影响消费者的慈善捐赠行为、绿色消费行为和与道德相关的行为，最终本文构建了一个权力距

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研究框架。

第三，权力距离信念是Hofstede（1984）识别出的第一个文化因素，但长久以来跨文化消费

者行为研究主要停留在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概念上，较少有实证研究探讨权力距离信念对消

费者行为的影响。自Zhang等（2010）正式将权力距离信念引入消费者行为学领域以来，跨文化

消费行为研究范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本文通过梳理回顾该细分领域的现有研究，可以进一步

推进跨文化消费行为相关研究。

第四，已有相关研究对作用机制的探讨往往只停留在情境化的中介变量上，却忽视了现象

背后的理论解释。本研究从系统合理化理论、补偿控制理论、认知失调理论和象征性自我完成

理论四个理论视角对影响机制进行了解释，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二）营销启示

有关权力距离信念的研究对营销活动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中实践性较强的三个方面

如下：

第一，对于地位品牌全球营销的启示。一方面，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进行营销时，营销者

应基于目标市场的特征，采用不同的营销策略（Kim和Zhang，2014）。例如，在低权力距离文化

中进行营销时，可以通过凸显他人地位的优越性（Gao等，2016），强调产品的展示作用和在公

开场合的价值（Wang等，2020）来驱动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的地位品牌消费。另一方面，在某

一国家内部进行营销时，营销者可以对消费者的权力距离信念进行测量和细分，重点关注高权

力距离信念消费者（Kim和Zhang，2014）。
第二，对于提升顾客体验的启示。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对服务失败更敏感，反应也更强

烈（Song和Byon，2021），会更多地表现出愤怒和失望情绪（Luo和Mattila，2020）。因而，服务行

业的企业在顾客管理过程中应该注意收集顾客权力距离信念相关信息，通过权力距离信念这

一维度对消费者进行区分，对消费者在服务失败后的反应进行预测，提前制定好应对方案，同

时在服务失败发生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应对，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顾客的负面情绪，减少服务

失败给企业造成的损失（Luo和Mattila，2020）。
第三，对于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启示。权力距离信念对慈善捐赠行为存在负向影响

（Winterich和Zhang，2014），因此慈善机构在资金募集活动中应强调平等理念，弱化社会等级

理念，加强个体的社会责任感，来促使个体做出更多的慈善行为。同时，在高权力距离文化内，

中产阶级消费者相比于高/低社会阶层消费者有更强的绿色消费倾向（Yan等，2020），因此在高

权力距离国家进行绿色营销时，应充分发挥中产阶级在绿色消费中的作用。

（三）未来研究展望

1.拓展权力距离信念的操控方式

已有的权力距离信念的操控方式已被许多学者运用，但它们都有一定的缺陷。第一，许多

学者在使用句子组合任务时会对其进行改编，如采用更多或更少的句子（Kim和Zhang，2014；
Wang等，2018）。如此一来，操控方法的不一致会导致不同研究结果之间不具备可比性。第二，

原始的论据写作任务是列举三个论据支持或反对一个关于高权力距离信念的观点，但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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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些学者发现列举三个论据对被试而言难度较高，这样的任务难度反而会引起被试的不适

和反感，进而影响实验效果（王晓玉和丁晨虹，2017）。第三，国家操控法收集和处理二手数据具

有一定的技术门槛，而在不同国家发放问卷又会掺杂其他外部变量，因此该方法的使用要求较

高。基于三种操控方法的缺陷，未来学者可以开拓一个本土化的、使用难度较低的和普遍可接

受的操控方式。

2.编制本土化和营销情境下的量表

尽管学者们已经开发了关于权力距离信念多种多样的量表，但现有量表全都是由国外学

者开发的，这样的情况会有三个缺点。第一，国内学者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都是引用国外学者

所开发的量表，尽管会有专业人士翻译，但仍存在不符合中国文化语义的可能性。因为这些量

表均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开发的，而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未来学者可以通过

访谈法和关键事件法收集中国个体对权力距离的看法，进而利用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等定量

方法来开发本土化量表。第二，虽然权力距离信念量表丰富多样，但这也导致不同研究结果之

间缺乏可比性，如有些研究采用Yoo等（2011）的量表，有些研究采用Earley和Erez（1997）的量

表，采用两个不同量表的研究结果无法保证可比性。第三，现有大多数量表主要是由组织行为

学领域的学者开发的，缺乏营销情境下的量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编制本土化的和普适性

高的营销情境下的量表。

3.挖掘权力距离信念的影响因素

消费者行为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众多学者都在研究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和员工

行为的影响，而权力距离信念的影响因素或者前因变量却缺乏深入的研究。已有的零星研究发

现，人口规模越大，权力分级现象就越普遍，个体对权力不平等现象的忍受程度也就越高；学历

越高，思想越开放，权力距离信念就越低（Hofstede，1984，2001）。可见，目前关于权力距离信念

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少，不足以加深对权力距离信念的认识。因此，权力距离信念的影响因素是

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4.继续丰富影响权力距离信念效应的调节变量

目前研究影响权力距离信念效应的调节变量的文章有限，未来学者可以更多地探索能够

调节权力距离信念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变量。例如，人物表情是否可以调节权力距离信念对名

人代言的喜爱度。已有研究发现微笑表情表现出高宜人性、高友好性和高温暖度，而中性面孔

表现出高自主性、高能力和高权力（Wang等，2017）。高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认为社会人群可以

按照权力分成不同等级，而名人往往会被划分为高权力人士（Hofstede，2001；Kim和Zhang，
2014；Zhang等，2010）。那么，对于高权力距离信念的消费者而言，在名人代言的广告中，商家

采用中性表情是否能更好地引起消费者的好感？而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强调人人平等，无论

是普通大众还是权贵人士。那么，低权力距离信念消费者是否更喜欢带有微笑表情的名人代言

广告？未来的研究可以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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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ower Distance Belief on Consumer Behavior:
A Review and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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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Summary: Power distance, as the first national cultural dimension proposed by Hofstede,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in the fields of sociology, psycholog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consumer
behavior. In the past, the research on power distance basically took the country or region as the unit.
However, as the research on power distance gradually deepened, scholars found that within a culture,
individuals  often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power  disparity.  In  response  to  this,  a  novel  academic
construct “power distance belief” was born,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scholars to understand
consumer behavior. In recent years, power distance belief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field of marketing, but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and completely reviewed.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Power distance belief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s tolerance for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power. High power distance belief tends to promote the view that power disparity within a culture
is normal, while low power distance belief believes that social power should be distributed equally, and
it is normal for everyone to be equal. In general, people with high power distance belief ar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in inequality and are more accustomed to accommodating it than those with low power
distance belief. The manipulation of power distance belief mainly includes sentence combination task,
argument writing task and nationality manip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a total of five different scales
have been developed by scholars to measure power distance belief. The items and measurement of each
scale are different.

The impact of power distance belief on consumer behavior can be explained by four theories, such
as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and symbolic
self-completion theory. In addition, power distance belief has multiple impacts on different stages of
consumers’ purchasing decisions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Specifically, power distance belief affects
consumers’ information search stage, choice evaluation stage, purchase behavior stage and post-
purchase behavior stage. At the same time, power distance belief can affect consumers’ charitable
behavior, green consumption and moral-related behavior.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power distance belief, summarizes the
manipul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ower distance belief, and reviews the impact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power distance belief on consumer behavior. Overall, 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a better
guide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rket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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